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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员工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 

作者：房俨然；魏薇；罗萍；刘晓东；施俊琦；战宇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情绪劳动是组织行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论文选择这一主题，在国内开展实证研

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对本研究选题和在理论意义方面的肯定。确实如评审老师所言，在我国

开展情绪劳动的研究是紧跟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尤其是第三产业日益发展趋势的重要课题。

我们也希望本研究能够为情绪劳动领域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意见 2：经验取样法是组织行为学较新的研究方法之一，论文采用这一方法来研究情绪劳动，

有助于更深入理解情绪劳动。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对论文所选用的研究方法的肯定。本文在以往情绪劳动策略研究着重探

讨情绪劳动策略个体层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之上，根据自我调节理论，采用追踪式的研究范式，

更细腻地探讨了个体内对于不同情绪劳动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更为贴近情绪和情绪劳动相

关的管理实践，有助于揭示员工采取不同情绪劳动策略的具体前因。 

 

意见 3：数据收集程序部分建议补充介绍每一天是如何收集数据的？是给员工提供纸版问

卷，还是电子版问卷，如何实现？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提出的这一意见和建议，我们的确需要把数据收集过程更详细地进行汇

报。数据的收集是通过向员工提供纸质版问卷进行的，问卷的发放和回收的过程中也均得到

了公司人力资源部及各天负责的班组长的协助。我们也按照评审老师的建议，在介绍数据收

集的部分补充了相关的介绍和描述（请参见稿件正文第 7-8 页），完善了稿件。 

 

意见 4：部分中文参考文献的格式与要求不符合，建议调整完善。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为我们指出的这一问题。的确如评审老师所指出的，我们在上一轮提交

的稿件中有部分中文参考文献的格式不符，比如在中文的参考文献中也有一些“&”符号的出

现。我们在本次修改稿中重新调整和整理了文章所涉及的参考文献，希望能够呈现出更严谨、

准确的稿件。 

……………………………………………………………………………………………………… 

 

审稿人 2意见： 

意见 1：情绪调节的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年限可能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变量，而可能是彼此包含

度挺高的两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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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提出的这一意见，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地思考研究所涉及核心变量之间的

关系。首先，我们依照另一位评审老师的建议，对研究所涉及的变量进行了重新定义。由于

我们在实际测量的工作中运用了 Wong 与 Law（2002）所开发的全部 16 条目情绪智力量表，

而非仅仅运用其中 4 个条目来测量有关情绪调节的子维度，因此，我们依照评审老师的建议，

从员工情绪智力的角度对变量重新进行了定义，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再展开进一步的理论和假

设推导。 

其次，在本研究中，确实如评审老师所指出的，员工情绪智力与工作年限的相关性并不

显著（r = 0.004, p > 0.5）。尽管从理论的一个角度来看，员工情绪智力可能会与其工作年限

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比如随着员工工作年限的增加，员工们能够逐渐积累更多的经验和

技巧，从而能够更熟练地评价自我和他人的情绪，以及更熟练地调节和运用情绪。但在本次

修改过程中，我们通过对以往有关情绪智力的研究进行进一步回顾和梳理，也发现员工的情

绪智力与工作年限之间也常有不相关的情况出现，也甚至出现二者相关性不显著、且相关系

数接近 0.00 的情况。 

比如，在本研究所使用的情绪智力量表的出处文章，即 Wong 和 Law （2002）在中国

香港开展的研究中，发现普通员工情绪智力与工作年限的相关性不显著（r = -0.11, p > 0.5），

团队领导的情绪智力与其工作年限的相关性也不显著（r = 0.10, p > 0.5）。与之类似地，Sy

等学者（2006）在食品行业展开的有关员工和领导的情绪智力、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关系

的研究中，发现员工的情绪智力与其工作年限之间、领导的情绪智力与其工作年限之间的相

关关系也均不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 r = 0.11, p > 0.5；r = 0.00, p > 0.5）。另外，在 Cote 和

Miners（2006）在美国大学中进行的有关情绪智力、认知智力与工作绩效有关的研究中，也

没有发现员工工作年限与情绪智力之间的显著相关效应。由此，我们也认为尽管员工的情绪

智力与其工作年限之间可能在理论上存在正相关的趋势，但是这一相关性在不同的研究样

本、不同的研究情境中可能存在差异。 

而另一方面，在文献回顾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从理论的角度而言，也有学者指出，

作为个体认知能力之一，情绪智力也可能随着个体年龄的增加而呈现出下降趋势（Cabello, 

Navarro, Latorre, & Fernández-Berrocal, 2014）。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员工工作年限增加，

作为其认知能力表现之一的情绪智力也有随之下降的可能性。由此，我们也发现员工情绪智

力与其工作年限之间的关系也是较为复杂的，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深入地探讨这二者之间

的关系，以及工作年限对情绪智力的具体影响作用和其中的机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意见 2：研究结果与假设 2b 相反，而假设 2b 仍然是贯穿该研究假设的一条理论主线，研究

结果对假设 2b 的违反，导致对研究方法的怀疑。进一步而言，作者在讨论中，也没有对这

一结果给出合理的解释。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指出的我们对于研究结论讨论不充分的重要问题。根据评审老师的意见，

我们在这一轮修改稿件的讨论部分中，再补充和加强了对研究结果的讨论和解释。在本研究

中，我们根据自我调节理论，提出情绪智力作为员工个体层面上的自我调节资源，能够减弱

个体内水平上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的影响作用，认为对于情绪智力较高的员工而言，负面情

绪对深层动作的抑制作用和对表层动作的促进作用都应当被减弱。但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

员工每天体会到的负面情绪对其深层动作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表层动作策略的影响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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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且对于情绪智力较高的员工而言，当他们体会到了较高水平的负性情绪之后，他们的

深层动作和表层动作水平相较于情绪智力较低的员工而言都是更高的，这也说明他们在体会

到更高负性情绪的情境下也能够坚持通过内在情绪调节（深层动作）、或者规范外在情绪表

达（表层动作）的方式来达到响应工作要求的目的。 

在本次提交的修改稿件中，我们着重从情绪智力的构念内涵，以及情绪智力作为自我调

节资源所发挥的作用的两个角度，对这一研究结论进行了更充分的讨论（请参见稿件正文第

18-19 页），在评审老师的这一提点和帮助下完成了更为充实的稿件。在对这一研究结论进

行更深入地讨论之后，我们也同样指出，由本研究的结论可见，负性情绪对员工具体情绪劳

动策略的影响是较为复杂、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理论机制、并受到不同边界条件影响的，员工

情绪智力在这一情境之下所发挥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也是比较复杂的，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论

解释。因此，我们也期待未来研究在探讨员工情绪智力在情绪劳动情境下的影响和作用过程

中，能够进一步打开其中的具体机制和边界效应，进一步推动情绪劳动研究的发展。 

 

意见 3：由表层动作的定义，“表层动作是指员工通过抑制负性情绪或伪造积极情绪的方式

来表达出适宜的情绪（Brotheridge & Lee，2002；Grandey，2000）”可见，对表层动作的测

量可能还需要配合其他收集数据的方式。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这一意见，评审老师的这一意见也为我们指出了关键的“研究变量定

义应当与实际测量相吻合”的问题。在本研究中，有关情绪劳动中员工所选用的具体策略（包

括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的测量，我们均选用了 Brotheridge 和 Lee（2003）以及 Grandey（2003）

的研究中使用的 8 条目量表，由员工自我汇报的形式进行测量。尽管就我们所知，目前在有

关情绪劳动的研究中还尚未有除问卷测量之外的方式来测量员工的情绪劳动策略，我们还是

认为采用目前的方式测量表层动作是可行的。一方面，本研究所选用的量表较准确地反映了

表层动作这一构念中员工通过伪装表面情感表达进行情绪展示的构念内涵，也是以往国内外

情绪劳动的研究中常用、且均表现出较高信度、效度水平的成熟量表（如，莫申江，施俊琦，

2017；Zhan, Wang, & Shi, 2016 等），应当为情绪劳动研究中用于测量表层动作的合适量表。

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在进行情绪劳动的过程中，员工对自身情绪的抑制和调节过程往往是

只有自己才能够了解、而其他人是难以从观察表面行为的方式进行判别的，因此在测量表层

动作时，采用由员工进行自我汇报的方式，也应当是比较准确的。 

而在文章的概念介绍以及理论推导的部分中，我们也根据评审老师的意见，重新回顾了

相关文献，对稿件进行了修改。具体而言，我们在回顾上述有关员工情绪劳动研究的过程中，

也参考了与我们采用相同量表的学者们对于不同情绪劳动策略的定义，来对表层动作和深层

动作进行了更准确的界定（请参见稿件正文第 1 页）：表层动作是指员工通过改变表面上的

动作（如改变面部表情、转换语音语调等）、而非调节内心真实感受的方式来展示情绪，此

时员工所展示的是与其内心感受相矛盾的情绪状态（Hochschild, 1983；莫申江，施俊琦，

2017）；而深层动作则是指员工通过主动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评估情境，或者主动将注意力

集中到积极、正面的事情上来调节自我体验，从而获得与组织期望相一致的情感感受

（Hochschild, 1983；Gross，1998）。 

综上所述，我们十分认同评审老师指出的概念界定与测量应当充分吻合的问题，认识到

在对文章所涉及的关键变量进行准确定义的基础之上，通过采用过去学者们开发和普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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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熟量表对变量进行测量，才能够得到比较严谨可靠的研究结论，也帮助我们切实提高了

稿件的质量。我们也再次感谢评审老师的仔细审阅与提出的中肯建议。 

………………………………………………………………………………………………………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研究采用 ESM 的方法，深入探讨了情绪劳动的变化以及个人的工作年限以及情绪

效能的调节作用，对于情绪劳动的理论有推动作用。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对这一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肯定。我们也希望在几位评审老师的提点

和帮助之下，能对稿件进行进一步完善，以完成更为严谨的稿件。 

 

意见 2：研究谈到的情绪效能，是否有每天的情绪效能的测量？是否一段时间保持不变？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提出的这一问题。在本次修改稿件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根据另一位评审

老师的建议，对研究所涉及的变量进行了重新定义。由于我们在实际测量的工作中运用了

Wong 与 Law（2002）所开发的全部 16 条目情绪智力量表，而非仅仅运用其中 4 个条目来

测量有关情绪调节的子维度，因此，我们依照评审老师的建议，从员工个体情绪智力的角度

对变量进行了定义，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再展开进一步的理论和假设推导。 

在本研究中，我们的确没有针对员工的情绪智力进行细致到每一天的测量，但我们认为

这也是与情绪智力的构念内涵相吻合的。具体而言，情绪智力是指个体所具备的准确感知和

评估自我以及他人情绪状态、以及运用和表达情绪的能力（Mayer & Salovey, 1997; Mayer, 

Salovey, & Caruso, 2004; Wong & Law, 2002）。也就是说，情绪智力更多地体现的是员工个体

水平上与认知运作有关的心理能力（彭正敏，林绚晖，张继明，车宏生，2004）。而从情绪

智力的构念内涵来看，尽管个体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学习和掌握有关情绪的知识，但总体而言，

个体情绪智力是其所具有的相对稳定的能力（Mayer et al., 2004），因而我们认为在本调研所

涉及的时间段（两周）之内，应该没有较大的变异。 

尽管我们在本研究中所关注和测量的是个体水平上相对稳定的情绪智力水平，但我们也

认为评审老师提出的观点也值得在未来研究中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个体在具体的工作情

境下，在面对不同工作事件的过程中，对于不同对象、不同类别和不同性质的情绪是否存在

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尽管在本研究中，我们没有涉及对具体情境和具体类别中个体

了解和运用情绪的探讨，但这的确也有可能成为影响情绪劳动过程和效果的因素。因此，我

们也感谢评审老师的提点，为我们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意见 3：论文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其他的情境变量，例如每天工作量、工作负荷的变化

等，是否有高峰时段等。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提出的这一意见。在本研究中，我们在每一天对于员工情绪以及情绪劳

动具体策略时进行的是以工作日为单位的 daily 测量，而没有在每一天的水平之上再具体深

入到各个工作时段或是工作事件上的测量。因此的确如评审老师所指出的，我们在个体内模

型的测量和分析中仅深入到 daily 的水平，没有再具体深入到检验每个工作日之内的工作量

和工作负荷的变化和影响。 

但我们也同意评审老师的顾虑，员工所面临的具体工作量和工作负荷可能存在 daily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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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也就是说，呼叫中心的员工们可能会在某个特定的工作日都面临较大的工作量和工作负

荷，进而对其所感受到的负面情绪以及具体情绪劳动策略产生影响。比如，由于大部分消费

者在周末的时间相对比较充足和自由，因而可能会更倾向于在周末抽出时间致电呼叫中心反

映问题，从而导致呼叫中心的员工们在周末的工作日中面临相对较大的工作量和工作负荷，

影响呼叫中心员工所体会到的负面情绪水平以及具体采取的情绪劳动策略。尽管我们在数据

收集的过程中没有具体针对员工感知的工作量和工作负荷的测量，但考虑到工作量和工作负

荷可能与特定的某个工作日是紧密相关的，所以我们在本次修改的过程中参照 Wang 等学者

（2013）、Liu 等学者（2017）、Zhou 等学者（2017）的做法，对顺序效应（order effect）进

行了控制。我们也将模型计算的结果总结在正文的表 2、图 2 中（请参见稿件正文第 13-15

页）。 

由统计结果来看，顺序效应的确显著影响了员工每天深层动作的情绪劳动策略（γ = -.01, 

p < 0.01）。而在控制了顺序效应的基础之上，本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没有受到影响：员工

每天负性情绪依然显著减少了深层动作（γ = -0.13，p < 0.01）；个体间情绪智力显著调节了

个体内“负性情绪-表层动作”的关系（γ = .08, p < 0.05）以及“负性情绪-深层动作”的关系（γ 

= .09, p < 0.05）；员工的工作年限也显著调节了个体内水平上“负性情绪-深层动作”的关系（γ 

= .03, p < 0.05）。 

因此，我们首先感谢评审老师所提出的这一意见，帮助我们更完整地控制了研究模型，

也使我们的研究结果更稳健可靠。其次，我们也意识到本研究在设计和实际测量中没有直接

测量员工具体工作量、工作负荷等变量的不足，并在文章的结果讨论部分针对这一不足进行

了讨论（请参见稿件正文第 21 页），也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在我们研究的基础上再推进，在

研究设计和测量上能够更好地捕捉员工在 daily 水平上、甚至是 event 水平上所承受的工作

负荷，以进一步推进情绪劳动领域研究的发展。 

 

意见 4：文章是否需要在个人层面考虑性格等的作用，以作为控制变量？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提出的这一建议。结合老师提出的本条建议、第 9 条有关正面情绪的建

议、第 10 条有关情感特质方面控制变量的建议，我们在本次修改的过程中，将与员工情绪

状态和稳定性联系紧密的神经质、员工的正面情绪与负面情绪（PA 与 NA）作为个体间层

面上的控制变量，将员工每天早晨感知到的正面情绪作为个体内水平上的控制变量，重新检

验了所提出的理论模型，并将结果总结汇报于本次修改稿中（详细结果请见正文中的表 2

与图 2）。 

从对员工神经质的控制结果来看，在个体间水平上，神经质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采

取表层动作的情绪劳动策略（γ = .09, p < 0.05），说明神经质的人格特质确实是影响员工情

绪劳动策略的因素。而于此同时，在控制了员工神经质的人格特质之后，我们的研究结论也

没有受到影响。 

因此，根据评审老师的意见和提点，我们在数据分析中对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而从

数据分析结果来看，不论是在包含所有控制变量的全模型中，还是在剔除所有控制变量的模

型中，我们的研究结论也均没有受到影响（即所提出理论模型中所涉及的路径显著性结果及

方向不变）。因此，我们认为本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论还是比较稳健的。 

 



6 
 

意见 5：由于结果变量是自我汇报的，是否有同源误差的问题，如何进行规避？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提出这一意见。本研究所涉及的主要研究变量的确如评审老师所指出的，

都是由员工自我汇报的。我们首先从数据收集过程上采用分阶段、分时间段相结合的方式，

以尽量减弱同源误差的影响。具体来说，我们首先按照变量所属的不同层次（即分为个体间

水平变量和个体内水平变量），分两个阶段来进行数据收集工作。在第一个阶段中，我们先

收集了个体间水平上较为稳定的变量，包括员工的人口统计学信息、神经质、情绪智力、情

感特质以及情绪劳动策略倾向；在第二个阶段中，我们收集了个体内水平上员工每天具体的

情绪状态以及情绪劳动策略。其次，在进行个体内水平上的数据收集中，我们也将自变量和

因变量做了分时段收集的处理：在每一天早晨收集员工的情绪状况的数据，而在每天下午收

集员工具体的情绪劳动策略采用情况的数据。 

另外，我们也非常理解评审老师的顾虑，在本次修改的过程中也根据 Podsakoff, 

MacKenzie, Lee 和 Podsakoff （2003）的建议，从统计上检验了同源误差对模型估计的影响

情况。具体而言，根据共同方法偏差的定义与 Podsakoff 等学者（2003）的建议，我们在本

研究所提出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之上，再假设存在一个影响了模型估计、且与其他潜变量均不

相关的潜同源因子，并比较了包含这一潜同源因子的模型与不包含这一潜同源因子的原理论

模型之间的拟合差异。首先，我们比较了包含个体内水平上主要研究变量（每天负性情绪、

深层动作、表层动作）的理论模型与理论模型基础之上再加同源因子模型之间的模型拟合度

差异。结果表明，与理论模型相比，加入潜同源因子之后，模型的拟合度显著下降（Δχ2 = 35.63, 

Δdf = 2, p < .01)，说明不存在影响模型估计的潜同源因子。其次，我们比较了包含个体内水

平上主要研究变量（每天负性情绪、深层动作、表层动作）以及个体间水平上员工情绪智力

的理论模型与在该理论模型之上加入同源因子之后的模型拟合差异。结果也表明，与理论模

型相比，加上同源因子之后的模型拟合度显著下降（Δχ2 = 34.45, Δdf = 2, p < .01)，也说明此

时不存在影响模型估计的潜同源因子。最后，我们计算了包含个体间、个体内的主要研究变

量以及控制变量的理论模型，以及理论模型基础之上再加同源因子模型，二者之间的模型拟

合差异。同样地，统计结果也表明加上同源因子之后，模型的拟合度显著下降（Δχ2 = 367.64, 

Δdf = 2, p < .01），也同样说明了模型估计没有受到潜在同源因子的影响。 

最后，尽管我们认为结合以上所提到的数据收集工作安排和事后统计检验的两个角度，

本研究所涉及的模型检验和研究结论较为可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同源误差的影响，

但我们也同意评审老师的意见，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当考虑采用更多源的数据来源以降低同源

误差的影响，例如可以考虑通过争取在数据收集工作中采用客观指标、或争取收集不同来源

数据的方式来尽量降低同源误差的影响。我们也就研究的这一局限，在文章的结果讨论部分

对同源误差问题进行了补充讨论（请参见稿件正文第 22 页）。 

 

意见 6：调节变量与情绪劳动的相关较大，是否考虑其他的调节变量?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提出的这一意见。的确如评审老师所指出，在本研究中，与情绪劳动变

量呈现出较高相关性的调节变量是情绪智力与员工个体间水平上的深层动作行为（r = 0.25, 

p < 0.1），且情绪智力与员工在个体间的深层动作倾向的相关系数也较高（r = 0.17, p < 0.1）。

我们通过回顾已有情绪劳动领域文献中有关员工情绪智力的研究，发现员工的情绪智力和其

深层动作之间确实有较为紧密的联系。例如，在中国学者秦虎、陈赟喆和孟慧（2011）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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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劳动、情绪智力与工作倦怠关系的研究中，也发现员工的深层动作与情绪智力中自我情

绪觉察（r = 0.16, p < 0.5）和情绪管理两个子维度的相关度较高（r = 0.31, p < 0.1）。与之类

似地，王璐、汤超颖、弓少云（2009）的研究中，员工情绪智力与其情绪劳动中的深层动作

呈现出了较高的显著相关度（r = 0.50, p < 0.1）；他们在这一研究中，采用了内外部动机的理

论视角，发现员工情绪智力通过提升内外部动机进而促进了情绪劳动的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

的两种策略。而 Lee 与 Chelladurai（2016）在美国开展的研究中也发现，深层动作与情绪运

用显著相关（r = 0.12, p < 0.5），且员工的情绪智力显著减弱了情绪劳动过程中运用表层动作

对情绪耗竭的增强作用（β = -.10, p < 0.1）。由此可见，的确如评审老师所指出的，员工的情

绪智力与其所采用的情绪劳动策略（如，深层动作）是紧密联系的，是在情绪劳动有关的研

究中值得重视的主要变量。 

而从情绪智力与情绪劳动这二者的理论内涵来看，它们尽管存在一定的联系性，但也确

实是两个相互区别的概念。具体来说，情绪智力是指个体所具备的准确感知和评估自我以及

他人情绪状态、以及运用和表达情绪的能力（Mayer & Salovey, 1997; Wong & Law, 2002），

是个体水平上所拥有的与认知运作相关的心理能力；而情绪劳动则是组织向员工提出的情绪

表达相关的工作需求，员工在具体响应这种工作需求的过程中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策略

（Hochschild, 1983）。可见从理论的角度而言，个体情绪智力与情绪劳动策略之间也是有足

够区分度的。另外，我们在本次修改稿件的过程中，也补充了针对研究所涉及主要变量的多

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请参见稿件正文第 10-11 页）。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也表明，

本研究所反映的四因素模型（负性情绪、深层动作、表层动作、情绪智力分别作为单独因子）

能够较好地拟合数据，χ2 = 1402.48, df = 555, RMSEA = 0.02, CFI = .090, SRMR（个体内水平）

= 0.04，SRMR（个体间水平）= 0.07。与本研究所涉及的四因素模型相比，三因素模型（将

深层动作与表层动作合并为一个因子，而情绪智力、负性情绪作为两个单独因子）、双因素

模型（将深层动作、表层动作、负性情绪合并为一个因子，而将情绪智力作为一个单独因子）、

单因素模型（将深层动作、表层动作、负性情绪、情绪智力合并为一个因子）的模型拟合度

均显著下降（Δχ2 = 1759.65, Δdf = 5, p < .01; Δχ2 =5705.15, Δdf = 24, p < .01; Δχ2 = 5020.97, 

Δdf = 13, p < .01）。由此可见，研究所涉及的 4 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代表了 4

个不同的构念。 

最后，我们也认为基于自我调节理论，通过探讨个体内负性情绪这一资源消耗前提对员

工情绪劳动带来的影响，并提出情绪智力这一个体层面上自我调节资源的关键调节作用，能

够跳脱出以往单纯地将员工情绪智力视为情绪劳动前因的研究框架，也进一步拓展了自我调

节理论在情绪劳动领域中的解释效力，具有一定的研究新意与理论贡献。因此，我们还是认

为员工情绪智力与情绪劳动中深层动作呈现出显著相关关系在理论和实证上都是比较合理、

可以接受的，且将员工情绪智力作为个体层面上的调节变量，对其个体内水平上负性情绪对

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进行跨层次调节也有一定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还是认为应当在本研究

中将其作为关键的调节变量。 

 

意见 7：是否需要有其他的中介变量进行纳入探讨？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提出的这一意见。的确如评审老师所指出的，本研究主要考虑和检验了

个体内水平上员工每天负性情绪与其情绪劳动策略的直接作用以及员工个体间水平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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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层次调节作用，而没有再探讨员工每天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影响过程中的具体机

制。这是我们这一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和进一步发展和推进的地方，我们也同意评审老师的

考虑，因此在本次修改稿的讨论部分中（请参见稿件正文第 20 页），我们补充和讨论说明了

本研究没有进一步打开负性情绪-情绪劳动策略关系之中具体机制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研究

进一步推进理论发展、探明员工在个体内水平上情绪影响具体情绪劳动策略这一过程中的关

键机制进行了展望。 

 

意见 8：研究主要集中在情绪的视角进行，是否有认知的视角进行交互作用？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提出的这一意见。我们认同在情绪劳动领域的研究中，尽管有关员工情

绪感知、控制和表达的状态和影响往往是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从自我调节的理论框架出发

来探讨情绪劳动的过程，认知的机制也的确是不容忽视的（Beal, Weiss, Barros, & MacDermid, 

2005）。经过评审老师的这一提点，我们在本次修改稿中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自我调节理论

的理论内涵，更充分地结合自我调节理论来进一步明确情绪劳动过程中认知视角的角色。 

具体而言，我们首先根据自我调节理论，指出个体进行情绪调节，不论是采用表层动作

还是深层动作的方式，都是需要消耗认知资源的（Beal et al., 2005）。并且，个体能够用以进

行自我调节的认知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当个体在前一阶段的事件中耗费了一定的认知资源之

后，他/她在第二阶段工作中能够用以进行自我调节的认知资源就会相应减少，从而导致个

体在第二阶段中的行为表现（比如进行情绪劳动）产生差异（Beal et al.，2005；Hagger，

Wood，Stiff, & Chatzisarantis，2010）。据此，我们在自我调节理论的框架下首先从认知资源

损耗的角度来论述了负面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的主效应假设。 

其次，我们同样根据自我调节理论，指出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工作年限和他们所具有的

情绪智力水平，都是个体上的资源增量，能够弥补个体内水平上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的

影响作用。一方面，较长的工作年限意味着员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积累各种情景下的工作经

验（Schmidt，Hunter, & Outerbridge，1986）。由于具有更丰富的工作相关的知识能够增强员

工有效地控制工作环境、调整意识行为的能力，因而这些工作相关的知识也是个体用以自我

调节的重要认知资源（Wang, Liao, Zhan, & Shi, 2011）。另一方面，情绪智力水平在情绪劳动

的情境下是与工作任务紧密相关的自我调节资源，拥有较多的自我调节资源也能够帮助个体

在认知资源被分散的情况下也更好地将资源和注意力集中到工作相关的任务（比如在情绪劳

动的情境中进行情绪调节）中，以减弱认知资源不足带来的影响。 

由此可见，尽管本研究所聚焦的研究话题与情绪密不可分，但从自我调节理论的视角出

发，的确如评审老师所指出的，个体内和个体间水平上的认知资源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们在这一次修改稿中，根据评审老师的建议，在论述和推导的过程中更紧密地结合了理论

与文献基础，进一步夯实和丰富了理论和假设的推导，希望能够切实提高稿件的质量。 

 

意见 9：文章中的自变量为负面情绪，是否有正面情绪的分析？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提出的这一意见。的确正如评审老师所指出的，我们在本研究中主要考

虑到所聚焦的是情绪劳动的话题，也就是更关注服务行业从业员工在需要响应情绪表达要求

的情境下所采取的具体情绪劳动策略，因而主要是围绕员工的负面情绪展开讨论。具体而言，

我们借助自我调节的理论框架，将员工每天早晨所体会到的负面情绪水平视为当日工作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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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资源损耗的前提。这主要是因为以往研究指出，个体所感知到的自我损耗程度（ego 

depletion）和压力程度（stress）往往是与其所体验到的负面情绪紧密相关、而与正面情绪相

关较小的（相关的回顾性研究如 Hagger et al., 2010; Watson, 1988）。尤其考虑到在情绪劳动

的情境下，当员工体会到较高水平的负性情绪时，才真正面临自身所体会的情绪与情绪表达

要求之间不一致的问题，因而才有通过深层动作或表层动作来调节情绪表达的需求

（Hülsheger & Scheve, 2011）。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确实也更为关注员工负性情绪对其

采取不同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是将负性情绪的产生视为进行情绪劳动的前提和需求来进行

讨论和研究的，而没有强调员工每天感知到的正性情绪的影响。 

但在本次修改的过程中，基于评审老师提出的建议，我们也再次回顾了已有文献中有关

员工情绪影响的研究。我们也发现，如果从控制过程的观点来看待个体的自我调节过程，个

体的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都是自我调节过程中的关键环节（Carver & Scheier, 1990）。因此，

尽管本研究所聚焦的研究话题更关注员工负面情绪的影响，我们也在本次修改的过程中将正

面情绪（包括个体间正面情绪的情感特质，以及个体内员工每天早晨体会到的正面情绪）纳

入作为理论模型的控制变量进行估计，这一全模型的计算结果也总结于本次提交的修改稿正

文中的表 2 和图 2 中。 

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员工每天感知到的正面情绪的确促使他们更多地采用深层动作

的策略（β = 0.17，p < 0.01），且在控制了员工正面情绪的基础之上，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

论没有受到影响：即员工每天负性情绪依然显著减少了深层动作（γ = -0.13，p < 0.01）；个

体间情绪智力显著调节了个体内“负性情绪-表层动作”的关系（γ = .08, p < 0.05）以及“负性

情绪-深层动作”的关系（γ = .09, p < 0.05）；员工的工作年限也显著调节了个体内水平上“负

性情绪-深层动作”的关系（γ = .03, p < 0.05）。 

综上所述，我们非常感谢评审老师提出的这一意见，启发我们首先从理论上对聚焦于员

工每天负性情绪水平及其对情绪策略的影响过程进行了更详细扎实的论述（请参见稿件正文

第 3-5 页），也帮我们在统计检验的过程中通过加入对员工正面情绪的控制，来进一步验证

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使我们的文章得以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意见 10：是否控制了 trait 的负面与正面情绪 （NA and PA）？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提出的这一建议，如前所述，我们在本次修改稿中根据老师的建议补充

控制了个体 trait 的负面与正面情绪，并在全模型中检验了所提出的理论模型，将全模型的

计算结果汇报在了修改稿正文中。的确，员工个体层面的正面情绪特质与其每天工作中的深

层动作显著正相关（r = 0.24，p < 0.01），负面情绪特质与员工每天的深层动作负相关（r = 

-0.18，p < 0.01）、与表层动作显著正相关（r = 0.14，p < 0.05），变量间的相关分析为控制员

工 trait 层面上 PA 与 NA 提供了基本支持。而在控制了员工特质层面负面与正面情绪的基础

之上，研究的结论也没有改变（即员工每天负性情绪显著减少深层动作，员工每天负性情绪

对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的影响均受到情绪智力的调节，员工每天负性情绪对深层动作的影响

还受到其工作年限的调节），研究结果表现出了一定的稳健性。 

综上所述，我们非常感谢评审老师提出的中肯建议，帮助我们更好地完善了模型的控制，

使得研究结论更为严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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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11：第九页，测量方面，“清晰”应该改为“情绪”。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仔细审阅和指出的这一问题，我们已将这一错误改正过来，并在本次

修改稿件的过程中对文字和图表等细节进行了再次核对，希望能够呈现出更严谨、准确的稿

件。 

……………………………………………………………………………………………………… 

 

审稿人 4 意见： 

情绪和情感劳动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该论文对呼叫服务领域员工进行探讨，以及用跟

踪调查获取研究数据的做法，有些新的价值，研究过程、手段和方法基本可行，但论文存在

下述问题： 

意见 1（1）：在研究内容和研究假设上：逻辑上讲，负性情绪与情绪劳动存在同义反复，或

至少没能深入去做出有效的区分。理论上说情绪劳动本身包含情绪的感受、体验、表达和处

置，负性情绪体验和表达本身就是情绪劳动的一部分，研究的原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存在同义

反复。  

回应：首先感谢评审老师对投稿文章的仔细审阅，并为我们指出了需要针对关键研究变量进

行更明确定义和区分的问题。在本次修改的稿件中，根据评审老师的意见，我们通过完善有

关员工情绪劳动及情绪劳动策略的具体概念，进一步明确了研究的主要对象及其内涵，并补

充进行了研究所涉及关键变量之间的效度检验（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力求更好地区分

负性情绪与情绪劳动。 

具体来说，首先，从理论上的构念定义出发，负性情绪是个体感知到的一系列令人反感

的情绪状态（Watson，1988）；而情绪劳动则是指员工在工作中为了满足组织和工作的要求、

获取劳动报酬，而有意识地调整和管理自身情绪（Hochschild，1983）。由此可见，负性情

绪是个体所体会到的特定的情绪状态，而情绪劳动所体现的则是特定工作要求下的员工应对

模式（Wong & Law, 2002）。也就是说，情绪劳动这一话题主要强调的是情绪表达相关的工

作要求，体现的是在需要进行情绪劳动的工作情境里，员工在与顾客互动过程当中，情绪的

外在表达这一能够被他人观察到的结果需要合乎一定的规范。而由于情绪表达规则只能够规

范员工的外在情绪表达，因此就会有员工真正体会到的情绪状态与其在工作中需要表达的情

绪不相符的情况出现（Scott & Barnes，2011），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员工的负性情绪与

情绪劳动是两个尽管有联系，但完全不同的构念。进一步地，在响应组织有关情绪表达要求

的这一过程中，已有研究也细分出了员工调节内在情绪感受和外在情绪表达的不同方式或策

略（即深层动作和表层动作）。不论是深层动作还是表层动作，都是需要进行情绪劳动的员

工用以调节外在情绪表达的具体手段或方式，而不论采用哪一种策略，员工都能够实现调整

最终情绪表达的目标，从而完成情绪劳动的工作。而本研究采用自我调节理论作为指导框架，

也是希望探讨员工每天早晨工作开始之前情绪感受起始点的差异，对其在响应工作要求时具

体选用策略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 

其次，从对负面情绪和情绪劳动策略的具体测量条目来看，这些在以往研究中常用的成

熟量表也突出了二者各自的特点，体现了它们的差异。具体而言，在测量员工负性情绪时，

我们选用了 Watson，Clark, & Tellengen（1988）所开发的量表，请被试填答 10 个负面形容

词（如“沮丧的”、“内疚的”等）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准确地描述当下的情绪状态；而在测量员

工情绪劳动策略时，选用的是 Brotheridge 和 Lee（2003）以及 Grandey（2003）的研究中使

用的 8 条目量表，请被试们填答他们在当天为了有效地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如“在与

客户通话时，我尽我最大的努力真正感受公司要求的良好服务情绪”一类的深层动作行为，

以及如“我与客户通话时，我假装表现出良好的情绪”一类的表层动作行为。从这些测量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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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条目来看，对于员工负面情绪的测量的确侧重反映的是员工当下或某一时期之内的具体情

绪状态，而对于情绪劳动策略的测量则反应的是员工为了有效工作，而在与顾客互动过程中

具体的行为表现，可见二者在测量上也是能够明确区分的两个构念。 

第三，在本次修改稿件的过程中，我们也根据评审老师提出的意见 2，补充了多水平验

证性因子分析，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也进一步说明了负性情感与情绪劳动策略之间

的区分度。具体而言，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本研究所反映的四因素模型（包括员工

负性情绪，表层动作，深层动作，情绪智力）能够较好地拟合数据，χ2 = 1402.48, df = 555, 

RMSEA = 0.02, CFI = .090, SRMR（个体内水平）= 0.04，SRMR（个体间水平）= 0.07。另

外，考虑到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都属于情绪劳动的具体策略，以及评审老师主要顾虑的情绪

劳动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区分度的问题，我们也检验了三因素模型（将表层动作与深层动作合

并为一个因子，而情绪智力、负性情绪作为两个单独因子）、双因素模型（将表层动作、深

层动作、负性情绪合并为一个因子，而将情绪智力作为一个单独因子）、单因素模型（将表

层动作、深层动作、负性情绪、情绪智力合并为一个因子）的模型拟合结果。多水平验证性

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与四因素模型相比，三因素模型、双因素模型、单因素模型的模型拟

合度均显著下降（Δχ2 = 1759.65, Δdf = 5, p < .01; Δχ2 =5705.15, Δdf = 24, p < .01; Δχ2 = 

5020.97, Δdf = 13, p < .01）。由此可见，研究所涉及的 4 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代

表了 4 个不同的构念。 

基于此，我们认为本研究所涉及的原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尽管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二

者的确是能够明确区分的不同构念，反映的是不同的内涵，不存在同义反复的问题。在本次

修改稿中，我们也根据评审老师的建议，在运用自我调节理论框架来推导负性情绪对员工不

同情绪劳动策略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了理论推导和文献基础，更明确了假设提出的逻辑（请

参见稿件正文第 3-5 页），希望经过评审老师的提点和本次修改之后，能够切实提高稿件的

质量。 

 

意见 1（2）：理论上情绪劳动策略中所谓策略应是指能有意而为或可故意而为的途径或方式

选择。但因为是情绪，在情绪表达或处置中，情绪表达本身是自然的或自发的，与真正意义

的策略性质有别。即使已经有相当一些以此为题的研究。但若是比喻性或比拟化的表述，则

不在此之列。大多数研究与其说是情绪劳动策略，不如说是情绪劳动类型。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仔细审阅和所指出的行文用词应注重准确性的意见。我们认为评审老

师的这一意见与上一条息息相关，是与情绪劳动的具体构念内涵密不可分的。如前所述，情

绪劳动是指员工在工作中为了响应组织和工作对于其外在情绪表达的要求，而对自身情绪感

受和表达进行调整的过程（Hochschild，1983）。而员工为了实现表达适宜情绪的这一目标，

则需要采取一定的方式或者策略，即采取从认知上调节自我真实感受、使自己真正体会到适

宜的情绪（深层动作）的策略，或是采取仅仅改变自己的外在情绪表达、而不改变内心真实

感受的方式（表层动作），从而达成工作目标。由此可见，从情绪劳动的定义来看，员工通

过调整和展现适宜的情绪以达到满足工作要求、获取劳动报酬的目的，属于典型的自我调节

过程。也就是说，在情绪劳动的情境中，员工情绪的表达并不一定是自然或是自发的，而往

往是经过了一定自我调节过程而表现出来的外在结果，这也就体现了评审老师所指出的有意

而为的特性。 

除此之外，在探讨具体的构念翻译和表达时，我们在回顾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之上，也主

要参考了近年来发表在《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进展》上的研究，希望在构念术语的界定

上能够与现有文献保持一致。由于近年来发表在《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进展》上的研究

（例如黄敏儿，吴钟琦，唐淦琦，2010；林川，黄敏儿，2011；莫申江，施俊琦，2017；王

海雯，张淑华，2018）在讨论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时，也将它们界定为员工进行情绪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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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策略，因此，我们在本文中也按照这一派文献的观点和惯例，从情绪劳动策略的角度进

行了具体的构念介绍和理论推导。 

 

意见 1（3）：情绪调节效能感对情绪劳动表达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事，已有较多研究对此

予以揭示，不再具有新意和价值。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指出的“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贡献点”的意见。首先，我们在本次修改的

过程中，按照另一位评审老师的意见，对所涉及的关键变量进行了重新界定。由于我们在实

际测量的工作中运用了 Wong 与 Law（2002）所开发的全部 16 条目情绪智力量表，而非仅

仅运用其中 4 个条目来测量有关情绪调节的子维度，因此，我们依照评审老师的建议，从员

工个体情绪智力的角度对变量进行了定义，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再展开进一步的理论和假设推

导。 

其次，由于我们的研究更关注的是员工每天早晨所体会到的负性情绪水平对其当天情绪

劳动策略的影响，情绪智力在这一过程当中起到对个体内“负性情绪-情绪劳动策略”效应的

边界调节作用。因此，我们在本次研究中主要侧重的是在自我调节理论框架下，员工情绪智

力对个体内效应的跨层次调节作用。我们认为，采用自我调节的理论视角，运用追踪式的研

究范式，恰恰是与情绪劳动的研究情境紧密结合，且能够进一步拓展自我调节理论、自我调

节资源视角适用性的有益尝试（Beal, Weiss, Barros, & MacDermid, 2005）。这不仅跳出了以

往将情绪智力单纯视为情绪劳动前因的研究框架，也有利于进一步拓展自我调节理论在情绪

劳动领域中的解释效力，仍然具有一定的研究新意与理论贡献。 

具体而言，一方面，与评审老师所提到的研究所不同的，我们在本研究中更深入细致地

探讨了员工个体内水平上负性情绪感知及其对每一天具体的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在以往有

关情绪劳动的研究中，学者们多从个体间的水平上来探讨员工情绪劳动策略选用的大体倾向

（即在个体水平上，采用分时段数据收集方式，收集员工更倾向采取的情绪劳动策略）。在

这一类研究中，的确有不少学者探讨了个体水平上情绪智力所发挥的作用。例如，在王璐、

汤超颖、弓少云（2009）的研究中，员工情绪智力与其情绪劳动中的深层动作呈现出了较高

的显著相关度（r = 0.50, p < 0.1）；他们在这一研究中，采用了内外部动机的理论视角，发现

员工情绪智力通过提升内外部动机进而促进了情绪劳动的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的两种策略。

由此可见，的确如评审老师所指出的，员工的情绪智力与其所采用的情绪劳动策略（如，深

层动作）是紧密联系的，是在情绪劳动有关的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主要变量。 

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服务行业员工来说，他们在每一天的日常工作中都需要调整和展

现出适宜的情绪。为了响应工作对于情绪表达的要求，服务业员工在不同情绪状态下所采取

的情绪劳动策略就可能有所不同，这就促使有关情绪劳动的研究更进一步地挖掘在个体内的

差异。尤其针对涉及到情绪的研究问题而言，个体具体的情绪感知往往是有明确原因、持续

时间较短但较强烈的情感体验（Menges & Kilduff, 2015），可见在需要进行情绪劳动的情境

中，同一位员工对不同水平、不同强度的情绪进行调整和表达的过程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

采用更细腻的个体内追踪的研究范式，有助于揭示员工采取不同情绪劳动策略的具体前因。

鉴于此，我们根据自我调节理论，首先探讨了个体内水平上负性情绪水平对于不同情绪劳动

策略的影响，再将与情绪劳动紧密相关的情绪智力纳入讨论，将其视为个体间水平上所具有

的自我调节资源，再来探讨情绪智力对于个体内水平上负性情绪所带来的效应的跨层次调节

作用。可见我们的研究与评审老师提及的过往个体间水平上的研究不同，是更深入细腻地探

讨了员工个体内水平上情绪劳动策略的具体影响前因（负性情绪水平），再在此基础之上讨

论的情绪智力的跨层次调节作用。情绪智力在我们的研究中既从属于不同的研究层次，也扮

演着不同的角色，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的进一步拓展，我们据此也相信这一拓展有一定的

新意和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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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的这一研究也能够进一步拓展自我调节理论在情绪劳动领域中的解释效

力，这同样能够加深和促进我们对于自我调节理论的理解。具体而言，采用自我调节理论框

架，我们的这一研究从资源的视角对员工在每一天的工作中采取不同情绪劳动策略的前因及

其边界条件进行了探讨。由于进行情绪劳动的员工为了实现表达适宜情绪的工作目标，不论

通过深层动作或是表层动作的方式，都是需要耗费一定的认知资源来完成自我调节的过程

（Deiffendorff & Gosserand，2003）。因此，个体在情绪劳动之前所具有的资源水平就会影响

他们在具体情绪劳动过程当中的表现（Baumeister, Bratslavsky, Muraven, & Tice，1998；Beal 

et al., 2005; Hagger, Wood, Stiff, & Chatzisarantis, 2010）。同样根据自我调节理论的框架，我

们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将员工个体水平上的情绪智力纳入考虑，将其视为个体层面的自我调

节资源补充，论证和检验了情绪智力对个体内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影响的跨层次调节作

用。鉴于此，我们的这一研究紧密围绕自我调节理论下资源的视角而展开，在以往单独讨论

情绪智力对情绪表达作用的基础之上，又进一步挖掘了员工情绪表达策略在个体内（每一天）

水平上的影响因素及边界条件，是在以往研究基础之上的进一步推进，也更增强了自我调节

理论以及自我调节资源的视角在情绪劳动领域中的解释效力，我们还是认为本研究依然具有

一定的理论贡献。 

最后，我们也非常理解评审老师的担忧，在本次修改的过程中，我们也在结论讨论部分

对研究的理论贡献进行了进一步地补充讨论（请参见稿件正文第 19-20 页），希望强化之后

的这一部分能够使文章的理论贡献和创新点更为明确突出、更易于被读者们理解和接受。 

 

意见 1（4）：工龄、年限或履历和经验对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也一样，研究个体水平上员工

工作年限对所谓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的跨层调节作用意义不大。 总的说来，论文基本内容

和基础假设逻辑存在严重问题，跟进研究内容和研究假设新意不足。  

回应：我们也再次感谢评审老师的仔细审阅和所提出的意见。评审老师给出的这一意见出发

点也还是主要基于之前提出的，对负性情绪与情绪劳动策略的构念定义以及构念之间的区分

性的问题。由于评审老师在第一轮审稿中并未认可我们给出的员工负面情绪以及情绪劳动策

略的概念界定，以及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关系，因此也就对在这一关系基础之上

提出的边界调节作用（包括本条意见中的工作年限以及上一条意见中的情绪智力的跨层次调

节作用）也同样存有疑虑。 

我们非常理解评审老师的顾虑，我们在这一轮的修改稿中，也首先在明确关键变量定义

内涵的基础之上，加强了对所提出的个体内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影响的理论推导和文献

基础（请参见稿件正文第 3-5 页），并紧密围绕自我调节理论，展开探讨了员工工作年限和

情绪智力对于个体内效应的跨层次调节作用。 

我们在以上回应以及本次修改的过程中，对于员工个体内负性情绪以及情绪劳动进行了

更充分的界定，从二者的理论构念与实际测量出发论证说明了二者各自的侧重点以及它们之

间的区别，并在本次提交的修改稿中更充分地论证了员工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的的影响

作用，希望能够为论文的基本内容和基础假设提供更严谨、充分的理论和文献基础。 

从文章的理论设计来看，我们根据自我调节理论，强调了个体在进行情绪劳动的自我调

节过程中资源的重要性。根据自我调节理论，我们认为，当员工在每天早晨工作开始之前就

已经感受到较高水平的负性情绪时，就意味着他们能够用以继续进行自我调节（如情绪劳动）

的资源就相对减少，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下则更倾向于选择资源消耗更少、更偏向于后端的表

层动作的情绪劳动类型（具体理论推导过程请参见稿件正文第 3-5 页）。在这一核心假设的

基础之上，我们又进一步提出了个体层面上资源的补充（即情绪智力与工作年限）能够缓解

个体内负性情绪的影响效力，因而提出了情绪相关方面的情绪智力，以及认知经验方面相关

的工作年限来作为个体水平上的调节变量。从自我调节理论出发，探讨员工个体内水平上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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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绪对情绪策略的影响效应以及个体间水平上资源因素（包括情绪智力与工作年限）的调

节作用，不仅更贴近情绪以及情绪劳动管理实践，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也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和

丰富情绪劳动领域的相关理论和知识。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现在建立在更明确的概念界定、更充实的理论和文献基础上的核心

假设是可靠的，且我们的这一研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自我调节理论在情绪劳动领域中

的解释效力，根据自我调节理论检验的理论模型也能够为实践管理经验提供一定有益的借

鉴，是具备一定的研究理论和实践贡献的。 

 

意见 2：所谓情绪劳动策略和情绪自我调节效能感量表有些项目的内容效度存在问题，论文

没有对变量测量的效度进行检验和说明，分析结果及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坚实难以确定。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指出的对文章所涉及核心变量进行效度检验的关键问题，这不仅能够帮

助我们切实提高数据分析的完整性和严谨性，也能够帮助我们从实证检验上说明研究所设计

关键变量之间的区分度。 

我们在本次修改稿中，依照评审老师的建议，补充了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检验结果

（参见稿件正文第 10-11 页）。总体而言，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很好地支持了研究所涉及

的主要四因素理论模型（包括员工负性情绪，表层动作，深层动作，情绪智力）。具体来说，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本研究所反映的四因素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数据，χ2 = 1402.48, 

df = 555, RMSEA = 0.02, CFI = .090, SRMR（个体内水平）= 0.04，SRMR（个体间水平）= 0.07。

另外，考虑到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都属于情绪劳动的具体策略，以及评审老师主要顾虑的情

绪劳动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区分度的问题，我们也检验了三因素模型（将表层动作与深层动作

合并为一个因子，而情绪智力、负性情绪作为两个单独因子）、双因素模型（将表层动作、

深层动作、负性情绪合并为一个因子，而将情绪智力作为一个单独因子）、单因素模型（将

表层动作、深层动作、负性情绪、情绪智力合并为一个因子）的模型拟合结果。多水平验证

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与本研究所涉及的四因素模型相比，三因素模型、双因素模型、单

因素模型的模型拟合度均显著下降（Δχ2 = 1759.65, Δdf = 5; Δχ2 =5705.15, Δdf = 24; Δχ2 = 

5020.97, Δdf = 13）。由此可见，研究所涉及的 4 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代表了 4

个不同的构念。 

综上所述，我们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意见，帮助我们补充了对变量效度的检验和讨论，

在统计上更完善了对数据的检验，提升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和稿件的质量。 

 

意见 3：论文对研究局限性的审视没有针对性，不具体，不客观，不严谨。有鉴于此，建议

该论文不要在本刊上发表。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提出的意见，在本次修改稿件的过程中，我们也根据几位评审老师的提

点与意见，对论文的研究局限的部分也进行了更进一步的修改。具体而言，我们从对中介机

制的拓展、对控制变量的把关、对同源误差的控制等方面对论文的局限与不足进行了讨论，

也受到评审老师的启发，讨论了员工在进行情绪劳动之后对其情绪变化的进一步影响，并与

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对比讨论。 

我们认为在本次修改稿中所讨论和审视的论文局限性，的确都是研究值得进一步发展和

补充之处， 我们在诸位评审老师的帮助和提点之下加入了更多在未来研究发展中值得考虑

的有益方向，我们希望尽可能地做到具体、客观、严谨和有针对性。我们理解评审老师提出

的这一点意见，也主要是与意见 1、意见 2 一致的，出于认为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变量区分度

不够、可能存在因果混淆问题的顾虑。而经过本次修改以及对评审老师意见的回应，我们相

信能够充分论证研究所涉及主要基本假设（个体内水平上员工负性情绪对情绪劳动策略的影

响）的稳健性以及关键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具体请见以上回应 1 与回应 2）。我们希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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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理论的梳理和统计检验，能够较好地回应评审老师的意见，减少评审老师的顾虑。 

经过各位评审老师的提点和帮助，我们认为经过本次修改之后，稿件的质量有了较大幅

度的提升，我们恳请诸位评审老师和编辑老师们再次审阅。 

……………………………………………………………………………………………………… 

 

审稿人 5 意见： 

意见 1：本文基于自我调节理论框架，采用 ESM 研究范式，检验了在个体内水平下负面情

绪对不同情绪劳动策略选择的影响，并探索了个体层面上情绪相关资源的边界效用。本人认

为这是一个设计较好的研究，是对前人相关研究的一个较好补充与延伸，特别需要肯定的是，

实证数据收集方法严谨，样本量充足，投入功夫大。对于论文的进一步提升我有如下意见供

参考：1. 全文中我没有找到关于情绪调节的自我效能感的定义，请定义论文的核心变量。

另外，文中使用的“情绪调节的自我效能感”的测量量表 (Wong & Law, 2002)是情绪智力(EI)

的量表，一定程度上造成定义和测量不一致的问题。可以考虑这个个体水平的调节变量就叫

做情绪智力(EI)，予以定义并梳理相关理论逻辑。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为我们指出了非常重要的“定义与测量需要相匹配”的问题。在原投稿中，

我们在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这一变量进行具体定义的工作中，主要参考了 Wang, Liao, 

Zhan, & Shi (2011)的研究。这一研究在讨论员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作用与测量时，将员

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定义为相信自己能够成功调节自己情绪的程度（Wang 等，2011，

p.316），并且同样采用了 Wong 与 Law（2002）开发的量表。但的确如评审老师所指出的，

考虑到我们在测量中实际运用了 Wong 与 Law（2002）开发的全部 16 条目的量表，而非仅

仅采用测量情绪调节的其中 4 个条目，因此，我们认同评审老师的建议，在本次修改中，从

员工情绪智力的角度，对这一关键变量进行了重新定义，将情绪智力这一“在社会交往中意

识和运用情绪信息的能力”视为员工在情绪劳动中能够用于自我调节的重要资源，并以此出

发对理论铺垫和假设提出进行了完善（有关情绪智力的定义以及相关理论和假设推导的部分

请参见稿件正文第 6-7 页）。 

根据评审老师的意见进行了这一调整之后，我们也深刻地体会到在这一次提交的修改稿

中，研究中的关键变量在理论和测量上都实现了较好的吻合，因而在自我调节理论框架的指

导下也能够为假设提出提供更严谨的理论和文献基础，稿件质量有了较大的提升。再次感谢

评审老师的这一中肯意见！ 

 

意见 2：假设 1a 和 1b 的推导很大程度上基于文中这个论点进行推导—— “负性情绪水平的

高低体现了个体能够用于自我调节的资源水平，当员工体会到更多的负性情绪时，他们能够

用以继续进行自我调节的资源就会相应减少（Liu 等，2017）。”(p.5), 但这个论点呈现出的

理论基础较薄弱，Liu 等(2017)只是在这个论点基础上推导了其部分假设，不足够作为这个

论点的依据。建议在这个论点上建立起更好的理论和文献基础予以推导假设。与之相关的，

假设 1a 和 1b 的推导比较薄弱，请予以强化。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指出我们在提出假设 1a 和假设 1b 的过程中，存在着理论和文献基础薄

弱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本次修改的过程中，从自我调节理论，结合理论内涵和已

有文献基础，重新对涉及假设 1a 和假设 1b 的核心论点和推导过程进行了更扎实的论述（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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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稿件正文第 3-5 页）。 

具体而言，我们在本次修改稿的理论推导部分中首先指出，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在进行情

绪劳动之前，就有可能因为经历其他导致情绪变化的事件（既可能是员工在前一阶段中所经

历的其他工作事件，也可能是员工在前一阶段中所经历的其他产生溢出效应的非工作事件），

而使他们在进行下一阶段的情绪劳动之前，就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性情绪的基础水平（Scott 

& Barnes, 2011; Weiss & Cropanzano, 1996）。基于这一前提，我们再从负性情绪对已有资源

的损耗，以及负性情绪的提高使对自我调节资源的需求被放大的两个角度，论述了负性情绪

对自我调节过程的影响（请参见稿件正文第 3-4 页）。 

因此，对于需要进行情绪劳动的服务行业员工而言，在工作日早晨感知到的较高水平的

负性情绪既损耗了他们在接下来情绪劳动中可以调用的资源，且与此同时也加大了情绪劳动

工作对他们认知资源的需求。根据自我调节理论，个体所拥有的进行自我调节的资源是有限

的，当个体在前一阶段的事件中耗费了一定的认知资源之后，他/她在第二阶段的工作中能

够用以进行自我调节的认知资源就会相应减少，从而导致个体在第二阶段中的行为表现产生

差异（Beal，Weiss，Barros, & MacDermid，2005；Hagger，Wood，Stiff, & Chatzisarantis，

2010）。 我们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再进一步结合两种情绪劳动策略在作用时间点以及所涉

及的心理活动复杂程度的差异两个方面，论述了不同情绪策略对个体资源需求的特征，进而

提出员工每天早晨所感知到的负性情绪水平对深层动作和表层动作的具体影响（请参见稿件

正文第 4-5 页）。基于此，我们在评审老师的提点和帮助之下，对文章所涉及的这一主要假

设的理论推导进行了充实和完善，也使得稿件的质量得到了提升。 

 

意见 3：过往研究发现在个体内水平上表层动作正向影响负面情绪且深层动作负向影响负面

情绪 (如 Scott 和 Barnes, 2011)，同你的研究在因果关系上相反。请考虑在目前的研究中如

何可以强化因果关系的推论，可以考虑在数据分析中控制前一天的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或

者至少在最后部分予以讨论。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提出的这一意见和建议，我们在本次修改稿件的过程中根据评审老师的

建议对文章的因果推论进行了强化，也在统计检验上按照评审老师的建议对负性情绪与情绪

劳动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具体而言，首先，我们考虑将员工每天早晨的负性情绪作

为自变量，是因为在情绪劳动的情境下，对于体会到较高水平负面情绪的员工而言，他们所

体会到的情感状态与所需要表现的情绪状态是有较大差距的，因此才需要通过表层动作或深

层动作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调节。也就是说，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所体会到的负面情绪是他们在

工作中需要主动克服和调节的对象，我们的研究即在探讨员工们在体会到了与情绪表达要求

不一致的情绪之后，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情绪劳动策略来进行调节。 

其次，经过评审老师的提点，我们也理解到，员工所体会到的负面情绪也可能是采取不

同情绪劳动策略的结果，尤其对于更多采用表层动作的员工而言，他们可能会因为经受更大

程度的认知失调，从而导致更高水平的负面情绪。因此，我们在模型计算中根据评审老师的

建议，通过控制前一天的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来确认负性情绪与情绪劳动策略之间的因果关

系。从结果来看，员工每天的表层动作策略显著受到前一天表层动作策略的影响（r = 0.15，

p < 0.01），而前一天深层动作策略对当天深层动作的影响不显著（r = 0.04，p >0.05）；另外，

与我们在投稿文章中所报告的结果相一致地，尽管员工每天早晨感受到的负性情绪对其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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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没有显著影响作用（r = 0.01，p > 0.05），但负性情绪却显著减少了员工当天的深层动作

（r = -0.13，p < 0.01）。因此，从数据统计的结果来看，员工负性情绪对深层动作的影响还

是比较稳健的。 

最后，我们认为评审老师提出的因果关系的问题也值得再进一步地深入探讨。为此，我

们利用本次研究收集的数据检验了二者之间的交叉滞后模型。具体而言，我们在本研究所涉

及的因果关系模型基础之上再加入了员工前一天汇报的负性情绪水平和情绪劳动策略进行

检验，即同时检验了员工在第 t-1 天早晨负性情绪对第 t-1 天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的影响、

员工在第 t-1 天下午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对其第 t 天早晨负性情绪的影响、员工在第 t 天早

晨负性情绪对第 t 天下午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的影响、以及每一个变量在上一个时间点的自

回归效应。我们将交叉滞后模型的计算结果总结在了以下图 1 中。 

由图 1 可见，在本研究中，员工在 t-1 天情绪劳动策略对第 t 天负性情绪的影响并不显

著，但员工每天早晨感知到的负性情绪却显著减弱了当天的深层动作策略（固定斜率 r = 

-0.19，p < 0.01；随机斜率 r = -0.13，p < 0.01）。可见从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员工每

天感知到的负性情绪对其深层动作的削弱作用是比较稳健的，即负性情绪的确是促使员工采

取一定情绪劳动的策略以进行情绪调节的影响因素。 

 

 

图 1 员工每天负性情绪与情绪劳动策略之间的交叉滞后模型的路径系数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研究中，我们没有发现员工不同情绪劳动策略对其负性情绪的显著

影响效应，与评审老师所提到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在本研究

中所收集的数据只能够检验员工前一天的情绪劳动策略对第二天早晨负性情绪的影响作用

所造成的。具体而言，在评审老师所提及的研究中，Scott 与 Barnes（2011）针对 68 名公交

车司机进行了同样为期 14 天的问卷调查。他们在控制了公交车司机每天早晨汇报的正性情

绪以及负性情绪水平之后，在每个工作日临近结束之前收集了各个公交车司机当天的不同情

绪劳动策略采用情况、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以及工作退缩行为。也就是说，尽管在这一研

究中控制了被试当天情绪的初始水平，但在这一研究中所涉及的各个关键变量的测量仍是处

于横断水平上的。因此，在 Scott 与 Barnes（2011）的研究中，具体检验的也是员工同一天

中不同情绪劳动策略对员工情绪影响波动的效应。而在我们的这一研究中，根据本研究所涉

表层动作 

Day (t-1) 

下午 

深层动作 

Day (t-1) 

下午 

负性情绪 

Day (t -1)早

晨 

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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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动作 

Day t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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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因果链条，我们在每个工作日的早晨测量了呼叫中心员工所感知到的负性情绪水平，在

工作日临近结束的时候测量了他们当天所采用的深层动作和表层动作的情况。因而我们在检

验交叉滞后模型时，对于情绪劳动影响负性情绪的关系中，员工情绪劳动与情感状态是分属

于前后两天的。也就是说，员工们在进行情绪劳动之后，经过了一定的休整（可能包括下班

之后的饮食、休闲、睡眠等），再在第二个工作日汇报负性情绪水平。在这一情形之下，员

工个体资源得到了补充，前一天由于情绪劳动造成的对情绪的影响可能已经得到了缓解和恢

复（Beal et al., 2005: Liu et al., 2017; Muraven & Baumeister, 2000），从而导致了在我们的交

叉滞后模型中不同情绪劳动策略对负性情绪的作用不显著。 

综上所述，尽管在本研究中，我们还是更倾向于将员工每天感知到的负面情绪视为其不

同情绪劳动策略的前因，但的确也如评审老师所指出的，员工所采取的不同情绪劳动策略也

可能会更进一步地导致其情感状态变化，我们在本次修改稿的讨论部分也针对这一点展开了

更为细致的讨论（请参见稿件正文第 21-22 页）这也是我们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值得进一步考

虑的研究方向，在此也一并感谢老师的提点！ 

 

意见 4：被试每天早上和下午的问卷填答是否有固定的时间段呢？请在数据收集部分更详细

说明数据收集过程。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提出的意见，我们的确应该在文章中更详细地介绍数据收集过程。我们

在本次修改稿中也完善了数据收集过程的介绍，具体的介绍请老师参见稿件正文第 7-8 页。 

 

意见 5：请汇报个体内水平变量的个体间变异 (between-person variance)和个体内变异

(within-person variance)的程度，让读者可以了解到核心变量在每天的波动水平，具体可参见

你们引用的 Liu 等(2017)文章或其他主流期刊文章。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指出的这一意见和给出的中肯建议。我们在本次修改的过程中补充计算

和汇报了研究所涉及关键变量的 ICC(1)，以判断他们在个体间和个体内水平上的变异水平，

也将这一信息补充到了结果部分中。 

具体而言，员工每天早晨体会到的负性情绪的 ICC(1) = 0.56，说明对于员工每天早晨所

体会到的负性情绪而言，个体间差异能够解释 56%的方差，而个体内差异能够解释其 44%

的方差；员工每天表层动作的 ICC(1) = 0.65，说明员工个体间差异能够解释每天表层动作的

65%的方差，而个体内差异则解释了 35%的方差；最后，员工每天深层动作的 ICC(1) = 0.42，

说明员工的个体间差异解释了每天深层动作 42%的方差，而个体内差异则解释了其中 58%

的方差。 

可见对于员工每天体会到的负性情感、每天具体采取的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的策略而

言，都有较大部分的方差是存在于个体内水平上的。根据评审老师这一建议所计算的结果其

实也印证了我们采用 ESM 的研究范式，从 daily 的水平上探讨员工不同情绪劳动策略影响

因素的初衷，使我们这一研究也具有了更扎实的实证基础。 

 

意见 6：文章中有若干处文字错误，如“本研究根据自我调节理论检验了员工每天负性情绪

对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效应，这一结论拓展了我们队与员工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因素的理解

范畴” （p.18）,应该是在表达 “这一结论拓展了我们对于员工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因素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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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范畴”, 请予以全文校对。 

回应：感谢评审老师的细心审阅，为我们提出了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在本次稿件的修改过程

中做了更仔细的核对，希望能够完成更加严谨、准确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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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论文修改较为完善，能够根据修改建议进行模型优化。 

回应：谢谢评审老师对本文修改工作的认可，也感谢评审老师在审阅过程中为我们提出的宝

贵的修改意见，帮助我们显著提高了文稿质量。谢谢！ 

 

 

审稿人 5 意见： 

意见 1：修后的稿件我比较满意。我的个人意见是建议接收。 

回应：谢谢评审老师对修改后稿件的认可，也感谢评审老师在审阅过程中为我们提出的宝贵

指导意见，帮助我们显著提升了文稿质量。再次感谢！ 

 

 

编委复审的修改意见： 

作者非常好的回答了审稿人的意见，建议发表。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老师对我们修改工作的认可，也再次感谢编辑老师在审阅过程中给我们

提出的宝贵意见和指导，帮助我们显著提升了文稿的质量。谢谢！ 

 

 

主编终审的修改意见: 

意见 1：在智能化的时代，简单机械的劳动变得越来越少，而情感或服务相关的劳动越来越

多，情绪劳动策略使用的质量可能制约了经营的质量高低，对组织的竞争力具有很重要的意

义。以往的研究比较注重个体间的差异，即不同的情绪劳动者之间的劳动策略的差异，当今，

人们更加关注个体内的情绪劳动策略的使用以及影响因素，使得研究更加细致、深入。在这

一背景下，作者在个体内探讨了负性情绪状态对情绪劳动的影响以及调节变量，研究的优势

如下：第一，试图运用自我调节理论探讨个体内负性情绪对表层情绪劳动和深层情绪劳动的

差异化影响；第二，试图探讨个体间变量，如工作年限以及情绪智力水平对负性情绪与情绪

劳动关系的调节作用；第三，该研究的样本量比较大，记录的时间比较长，有利于得出可靠

的结论。  

在论文的评审过程中，有 6 个评阅人先后评阅了论文，其中有 2 人否定，否定的理由包括：

工作年限与情绪智力的相关过高问题，但作者找到了文献，并非支持该观点；也有人提出情

绪劳动已经研究比较深入（主要是个体间的研究），事实上，个体内的研究还是相对比较匮

乏的；此外，持否定意见的评语人还提出了一些写作上的、包括假设上的粗糙和错误等问题，

作者都给予了比较合理的回答或解释。  

综合考虑上述情况，本人也认真阅读了外审人的意见和修改情况，认为基本达到发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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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发表。然而，由于经历了多人的评审，导致论文冗长，而且有许多前后重复描述和解释

的地方，不够精炼，请作者能够尽量压缩，抓住核心观点和逻辑，不影响阅读和不违背严谨

性。 

 

回应：非常感谢主编老师对我们这一研究优势的肯定，并仔细审阅了我们在上一轮评审过程

当中回应与修改的过程，肯定了我们在稿件修改中的努力。我们也非常感谢主编老师为我们

指出的论文论述不够精炼、需要压缩并强化核心观点和逻辑的问题。我们非常同意您的意见，

并在本次修改的过程中，对文章整体进行了删减和凝练，力求在保持严谨性的基础之上提升

文稿的质量和阅读性。恳请老师审阅指导。谢谢！ 


